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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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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８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

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

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

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

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

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

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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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收入回报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林南，

２００１；边燕杰，２００４；陈云松，２０１２；张顺、程诚，２０１２；张文宏、张莉，

２０１２），却少有研究把该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本文以农民工与
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考察社会资本对不同户籍人口收入
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农民工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在城市劳动
力市场中形成的特殊群体。截至２０１２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突破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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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并以每年４％左右的速度在增加。１此外，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
差距悬殊，２０１１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２　０４９元，只是城市职工的

５９％。２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试图从三个方面做出解
释：第一，人力资本的差异导致收入差异（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　ａｎｄ　Ｄｉｎｈ，

２００４；Ｄｅｍｕｒｇ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邢春冰，２００８；李骏、顾燕峰，２０１１；严善平，

２０１１）；第二，户籍歧视产生的职业结构壁垒导致农民工进入低收入职
业（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王美艳，２００５；田丰，２０１０）；第三，其他未知
的歧视因素或技能因素导致收入差异（王美艳，２００３；邓曲恒，２００７）。

１．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２０１１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ｔ２０１２０４２７＿４０２８０１９０３．ｈｔｍ）。

２．根据２０１２年中国统计年鉴推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２／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上述研究立足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个人特征及其禀赋差异，但
忽略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实，即群体间的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来自
两个群体的社会背景的差异、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及其运用能力的差
异，概括说就是社会资本的差异，这是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是上升还是下降虽有争议（边燕杰、
张文宏、程诚，２０１２ｂ），但相关研究发现，使用人际关系谋职的劳动者越
来越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的２０％开始一路飙升，２００９年已达

８０％（程诚，２０１２ａ）。与此同时，人们对“关系”的社会认可度也不断升
高（张文宏、张莉，２０１２）。最新的研究表明，虽然托人谋职不一定就能
获得高收入的职业（陈云松，２０１３ａ），但如果受托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较
高，受助人的收入将会获得明显提升（陈云松，２０１３ｂ；边燕杰、丘海雄，

２０００；边燕杰，２００４；边燕杰等，２０１２ｂ；张文宏、张莉，２０１２；张顺、程诚，

２０１２）。由此可以推断，当农民工缺乏知识储备和职业培训而进入低收
入工作后，要想改变这个状况，就需要改善他们的人力资本；如果某些
农民工已经具备了知识储备和职业训练，但是由于缺乏信息通道、人际
交往和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不得不从事低收入工作，那么进一步解
放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微观层次达到才尽其用，宏观层次缩小收入差
距，就不单单是人力资本的问题，而必须了解影响农民工职业获得和收
入水平的社会制约机制。虽然实现“农转非”的“凤凰男”社会地位总体
高于农民工群体，但他们所遭遇的“天花板效应”也恰好说明，户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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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收入分布的中高端更可能是因社会资本而非人力资本差异所致

（林易，２０１０）。
本文研究的是农民工在多大程度上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使其收入

水平低于城市职工。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归纳关于社会资本的
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其次，基于２００９年的调查数据，
分析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并将社会资本纳入职
业获得模型和收入决定模型，考察其对职业获得和收入回报的影响；最
后，采用Ｂｒｏｗｎ分解及其他方法区别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职业之间的
收入差距和职业内部的收入差异，从而进一步检验社会资本在两种路
径上的影响程度。

３．本文只回顾了组间收入差异的研究路径。对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回顾
也只是局限于两群体均值收入差异，并未涉及对收入条件分布形态可能存在的差异的考察。
比如，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异可能主要表现在高收入阶层，而非低收入群体间，也没有
关注户籍收入差异对城市总体不平等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将另文论述。

二、研究回顾与研究意图

（一）收入差距的研究路径与分解策略３
劳动经济学认为，个人收入水平是其教育程度和生产技能的函数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２；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１），有些人的收入高于其他人是由于在这些
要素方面占有相对优势。从这个视角出发，比较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
需要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在收入影响要素方面的相对优劣
状况。这是资源禀赋的群体分布问题，在劳动经济学的收入模型中可
以测量和估计，因此是模型内部可以解释的部分。二是不同群体之间
的收入回报率的差别。如果同样的资源禀赋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不同
的回报率，那么就产生了所谓群体歧视的问题。回报率的群体差异在
劳动经济学的收入模型中可以测量，但其来源是社会性的，在模型内部
没有涉及，也无解释。三是不同群体进入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不平等或
是由于资源禀赋的群体差异造成的（合理的、收入模型内有解的），或是
由于群体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收入模型内无解的）。劳动经济学认
为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差异表现为上述三个方面，其问题的性质
又分为资源禀赋的群体差异问题和农民工群体受歧视的问题。
个人的收入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可简要概括为两种理论取向：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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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决定论和职业岗位决定论（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１）。个体特征决定论
坚持个人主义视角，从劳动力供给方出发，认为一些人对个体资源禀赋
投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中有较高的竞争力，因而收
入水平就会高于那些对个体资源禀赋投入较低的人。这种个体资源禀
赋差异决定收入差异的典型代表就是人力资本解释。另一方面，职业
岗位决定论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并非理想模
型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而是被分割为主要的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在不
同的市场中遵循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模式。劳动者的收入也并不完全依
赖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还会根据他们的职业岗位而定。处于优势地位
结构的内部成员通过设置职业准入门槛维护自身利益，但这些岗位的
从业人员虽然收入较高，却不一定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比如，与竞争
行业相比，垄断行业中的办事员拥有更高的薪酬和社会福利。由上述
论述可知，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是考察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范式，前者从
供给方出发，强调生产能力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后者更加强调不平等
如何被再生产，认为结构约束导致了收入差异，而非生产效率。
个体特征决定论和职业岗位决定论是两种理想类型，在现实劳动

力市场中会共同影响收入。比如，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高的劳动者更
可能进入到高收入的职业及行业中，缺乏这些禀赋的人则只能留在次
级劳动力市场或收入较低的职业中。后来的研究更注重分解这两种机
制的共同影响，而群体间工资收入的均值差异又如何分解？可以这样
简要概括，由于个体资源禀赋在不同群体间的分布不同，所造成的差异
为合理可解释的，其余的则是不合理成分。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同群体
的个体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不同，造成的劳动价格差异也属
于合理的。因为偏好投资人力资本的社会行动者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
产及资源配置效率，理应获得更高的回报，而那些非个体资源禀赋所造
成的价格差异则是由于歧视等因素造成。依据这个研究思路，２０００年
以来，涌现出大量关于中国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度
量和比较了人力资本、职业分割和其他不可观察的市场歧视各自的影
响（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１；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　ａｎｄ　Ｄｉｎｈ，２００４；Ｄｅｍｕ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王美艳，２００３；王美艳，２００５；邓曲恒，２００７；邢春冰，２００８；
田丰，２０１０；李骏、顾燕峰，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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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户籍工资收入差距的社会资本模型
上述研究分析了个体异质性和结构分割对组间收入差异的影响，

但依然有一些收入差异无法解释，一些研究直接将其称为“劳动力市场
歧视”，这很难令人信服。相反，由于农民工是被“选拔”进城市劳动力
市场的，因此，在理想状况下，如果不同户籍间收入差距全部由人力资
本等要素解释，那么在剔除该因素的影响后，我们应该观察到农民工的
平均收入高于城市职工。目前的量化研究还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
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所处社

会环境和背景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
在劳动力市场领域，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论点是，嵌入性资源，也

即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所附带的信息、声望、权力等，能够显著影响行
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林南，２００１；边燕杰，２００４；陈云松，２０１１）。
社会资本之所以具有收入效应，是因为如下几点依据：首先，劳动力市
场并非完全竞争的现实决定了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储备的优劣，会影响
他们获取充分信息的能力（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７３），进而影响“人职匹配”的
程度（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１）；其次，劳动经济学关于理性的经济人假定也
过于理想化，劳动力市场中的雇员和雇主同样也会遵循社会理性或有
限理性而行动，此时，社会资本中蕴含的信任和人情要素就会左右人们
的经济行动（Ｂｉａｎ，１９９７）；另外，社会资本还会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
等人力资本而影响经济收入（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程诚，２０１２ｂ；叶静怡等，２０１２；

Ｈａｓ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ｇｄｅ，２０１３）。从影响路径看，大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资本是
通过决定职业地位获得而间接影响工资收入（林南，２００１；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３；孔建勋、张顺，２０１３）。也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在相同职业中，社会
资本也可以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雇主信息，增加选择空间和讨价还价
机会，避免买方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直接影响工资收入（Ｂｏｘｍ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边燕杰等，２０１２ａ；张顺、郝雨霏，２０１３；章元、陆铭，２００９；叶静
怡、周晔馨，２０１０；章元等，２０１２；陈云松，２０１２；张春泥、谢宇，２０１３）。
理论与经验研究皆表明，社会资本是劳动者职业获得和工资收入

提高的重要途径。如果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不等，则必
然会造成两组群体间的收入差异。以往关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收入差
异的研究一直忽略了这种影响，所以，本文提出社会资本户籍差异的理
论模型，并试图揭示其对不同户籍群体收入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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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之所以称之为资本，正是由于它是物质与精力投资的产
物（Ｌｉｎ，２００１；刘林平，２００６），因而社会资本也是个人的一项重要的资
源类型。它与其他资源最大的差异在于：社会资本蕴含了社会性的能
量，表达了个体能动性地突破社会结构制约的能力。多方面因素导致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天然地不对等，准确地说是农民工
群体的社会资本欠缺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农民工先赋性社会资本质量欠佳。农民工家庭背景根植于

农村，与城市职工相比，其家庭关系网络很难延伸到城市劳动力市场，

能够为其提供的帮助和庇护非常有限。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居民和农
民工的收入不具有可比性，原因正是基于他们生活环境、社会背景的巨
大差异，单纯地说是由教育程度差异造成实际上是夸大了人力资本的作
用（田丰，２０１０）。在劳动力市场中，这种背景环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体现
为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

４．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ｆｘ／ｆｘｂｇ／ｔ２０１００３１９＿４０２６２８２８１．ｈｔｍ）。

其次，农民工投资新型社会资本的时间与精力欠缺。受个人禀赋
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民工的工作强度有别于城市职工，农民工在城市
的工作时间远高于城市职工。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农民工周平均工作时间
超过５６小时，高出城镇职工近９个小时，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每周工
作６０小时以上（李培林、李炜，２０１０）。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也显示，

２００９年，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２６天，每周工作

５８．４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４４小时的占８９．８％，

其中，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甚至超过６１小时。４农民工
的休闲时间被工作时间挤占，限制了其人际交往和公共参与，难以形成
丰富的社会资本。

再次，农民工维护社会资本的环境差，投资动机不足。农民工居无
定所，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也阻碍了他们对新型社会资本的投资，导
致网络异质性程度低和信息与资源流通闭塞。早期农民工的迁移模式
表现为“农忙耕作，农闲外出务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以务农为
主，但也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不同工种之间，户籍身份所
带来的异地劳作一直没有改变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张春泥，２０１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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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数据显示，老一代农民工（１９８０年前）的每份工作平均持续４．２年，
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１．５年，这种“短工化”就业趋势在不断加强（清华
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２０１３）。这不仅导致农民工的新型社会资本难以
培育或易于流失，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投资可能是无用的，
还导致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的动机更加薄弱。
最后，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原则（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也决定了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处于不利地位。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与自
己经济社会地位比较相似的人交往。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初始社
会地位低，会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交往对象之外，异质性关系网络难以
形成，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工选择以同乡和工友构成的同质性的“同乡
聚集”的关系网络。虽然同质性关系网络也有共渡难关的功能（张春泥、
谢宇，２０１３），但与城乡居民互动网络相比，其资源重复且含金量低（叶静怡、
周晔馨，２０１０），也可能会限制农民工的自由与进一步发展（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５）。
从根本上讲，城乡户籍壁垒造成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更加欠缺，这

导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关系断裂，农民工孤立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也
导致了他们频繁流动于不同区域之间。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匮乏”的
困境使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投资动员意愿都更可能低于城市职

工，其发挥的功效也更加有限。结合前文所述的社会资本影响收入水
平的两条路径，我们不难知道，社会资本影响不同户籍群体的收入差距
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可供农民工选择的职业、行业更加有限，难
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岗位；第二，在同职同行中可供选择的雇主更少，缺
乏讨价还价的机会，只能得到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因此提出：
假设１：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显著差异，城市职工

要优于农民工。
假设２：社会资本的直接收入效应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职业

内部工资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
假设３：社会资本的职业获得效应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职业

选择差异，并间接导致了工资收入差异。

三、分析策略与数据来源

（一）Ｂｒｏｗｎ分解及在本文的应用
为了逐步检验上述三个假设，本文使用的实证方法包括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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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多元逻辑回归和Ｂｒｏｗｎ分解。Ｂｒｏｗｎ分解
在计量经济学中运用较多，在社会学中不太常见。虽然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比较流行，但它存在“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郭继强等，２０１１），换句
话说，它无法考察职业和行业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Ｂｒｏｗｎ分解是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用来考察某个因素（如社
会资本）对职业内收入差异的影响，以及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影响。该
模型让我们可以将个体因素、结构性因素、其他未知因素与组间收入差
异整合到统一的框架内（郭继强等，２０１１），更加适合本文的研究议题。

下面以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收入差异研究为例，通过数学公式解析该分
解过程。
若考虑职业类型差异，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总工资差距可表达为：

珡ｗｕ－珡ｗｒ＝∑ｊ
（ｐｕｊ珡ｗｕ

ｊ－ｐｒｊ珡ｗｒｊ）

＝∑ｊｐ
ｒ
ｊ（珡ｗｕｊ－珡ｗｒｊ）＋∑ｊ

珡ｗｕ
ｊ（ｐｕｊ－ｐｒｊ） （１）

其中，珚ｗｉ为对数收入的平均值，珚ｗｉｊ 为不同职业类型中的平均收入，ｐｉｊ
为各职业类型中的就业概率；ｕ代表城市职工，ｒ代表农民工；ｊ代表
职业类型。

等式（１）右边两项可继续作如下分解：

∑ｊｐ
ｒ
ｊ（珡ｗｕｊ－珡ｗｒｊ）＝∑ｊｐ

ｒ
ｊ（珚ｘｕｊβ

ｕ
ｊ－珚ｘｒｊβ

ｒ
ｊ）

＝∑ｊｐ
ｒ
ｊ（珚ｘｕｊ－珚ｘｒｊ）β

ｕ
ｊ＋∑ｊｐ

ｒ
ｊ珚ｘｒｊ（β

ｕ
ｊ－β

ｒ
ｊ）

∑ｊ
珡ｗｕ
ｊ（ｐｕｊ－ｐｒｊ）＝∑ｊ

珡ｗｕ
ｊ（ｐｕｊ－珟ｐｒｊ）＋∑ｊ

珡ｗｕ
ｊ（珟ｐｒｊ－ｐｒｊ）

将上面两式代入等式（１）中，可得：

珡ｗｍ－珡ｗｆ ＝∑ｊｐ
ｒ
ｊ（珚ｘｕｊ－珚ｘｒｊ）β

ｕ
ｊ＋∑ｊｐ

ｒ
ｊ珚ｘｒｊ（β

ｕ
ｊ－β

ｒ
ｊ）

＋∑ｊ
珡ｗｕ
ｊ（ｐｕｊ－珟ｐｒｊ）＋∑ｊ

珡ｗｕ
ｊ（珟ｐｒｊ－ｐｒｊ）

其中，珔ｘｉｊ 是决定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珘ｐｒｊ 表示如果农民工获得城市职
工同等待遇时，在不同职业中就业的概率。需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来估
计该值。至此，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被分解为四个子部分：（１）∑ｊｐｒｊ
（珔ｘｕｊ－珔ｘｒｊ）β

ｕ
ｊ 表示，假定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在相同职业中有一样的收

入回报率，即同工同酬，但由于个体资源禀赋（主要是人力资本和社会
资本）储备不同所导致的工资收入差异。（２）∑ｊｐｒｊ珔ｘｒｊ（β

ｕ
ｊ－β

ｒ
ｊ）表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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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职业中，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个体资源禀赋储备相同但收入回报率
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异。比如，城市职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可能高于
农民工，同样会造成收入差异。这部分的差异是由于个体资源禀赋的
回报欠缺而非资本欠缺导致的，可以被理解为是制度歧视造成的不可
解释的差距。（３）∑ｊ珚ｗｕｊ（ｐｕｊ－珘ｐｒｊ）表示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因个体资源
禀赋储备不同而进入了不同的职业岗位进而产生的收入差异，属于可
解释部分。（４）最后一项∑ｊ珚ｗｕｊ（珘ｐｒｊ－ｐｒｊ），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在相
同个体资源禀赋条件下职业准入机会的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属于
不可解释部分。其中，（１）和（２）项可合并为职业内的收入差距；（３）和
（４）为职业间的收入差距；（１）和（３）项合并后的含义是可由个体资源禀
赋差异来解释的收入差距；（２）和（４）为无法解释的部分通常被理解为
歧视部分。

５．关于该数据的抽样方法及其他相关信息可以参考：边燕杰、张文宏、程诚（２０１２ｂ）。

（二）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的测量
本文选用ＪＳｎｅｔ２００９全国八城市抽样调查数据。５剔除目前没有工

作、没有工资性收入，以及在其他主要变量上缺失的案例后，进入最后
分解模型的样本总量为３　７６５个。其中，农民工组样本４８０个，城市职
工组样本３　２８５个。

１．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包括
四个方面：工资单所列的月总收入、工资单以外的奖金或其他收入、年
终奖和年终单位发放的实物折现。为消除工作时间对工资收入的影
响，我们根据劳动时间将收入转化为小时工资，并取对数后作为因变量
纳入模型。

２．社会资本　通过“春节拜年网”（边燕杰，２００４）测量社会资本是
相对成熟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内涵的测量途径。在选取测量指标时，
有两点需要重点考虑，第一，指标要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第二，
高度关注网络多样性和网络中蕴含的社会资源。本文最终确定了五个
指标：用“职业多样性”和“单位多样性”测量网络结构特征，它们代表了
信息机制的影响；用“网络顶端”和“网络平均资源含量”测量网络资源
状况，代表了网络关系可以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和庇护；最后一个指标是
与领导、经理和知识层等精英的纽带关系，它是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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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测量。本文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从上述五个指标中抽取了一个社
会资本公因子，并转换为０到１００的取值。公因子解释力度超过

７８％，ＫＭＯ值接近０．８０。结果见表１。
表１：社会资本测量及其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负载系数 因子值

职业多样性 ０．９４ 解释度 ０．７８
单位多样性 ０．８２ 均值（标准差） ４２．９５（２３．８０）

网络达高性 ０．７８ 取值范围 ０－１００
网络平均资源含量 ０．９６ ＫＭＯ值 ０．７９
与社会精英的纽带关系 ０．９１ 样本量 ４１５７

　　３．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选取
最常见的职业岗位类型作为结构分割的指标。根据分析样本的实际需要，
本文将职业岗位分为七个主要类型：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
户、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等。其他常规控制变量
还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项、政治面貌（非中共党员赋值０，党员为１）、性别
（女性赋值０，男性为１）、工作地点（内陆地区赋值０，沿海地区为１）等。

四、分析与讨论

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分三步完成。首先，我们描述农民工和城市职
工在收入等指标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重点检验社会资本在城市职
工和农民工群体间的差异，即假设１。我们还会分户籍考察不同职业
的收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从而把握职业阶层的总体情
况及户籍差异。第二步，使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预测农民工和城市职
工进入不同职业的概率，检验社会资本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对
职业间户籍收入差异的影响。第三步，分群体建构工资收入决定方程，
分别考察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和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在完成上述分析
之后，我们将计算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群体歧视因素在职业内和职业
间的影响程度的相对比重，借以检验假设２和假设３。
表２的下半部分结果显示，在涉及经济社会地位的诸多指标中，农

民工都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包含奖金及其他额外收入）
为２　８８５元，小时工资为１３．２元，每天平均工作８．６７小时；城市职工
分别为３　５１９元、２０．３元和８．３２小时。从绝对量上看，城市职工月工
资高出农民工６３４元，小时工资多出７．１０元，平均每天还少工作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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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６农民工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只有城市职工的８２％和６５％，受教

育年限则比城市职工少了近３年，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略高于初中水
平，城市职工略高于高中水平。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工作，与城市职工
相比，平均年龄小了７．７岁。总体来说，城市职工在工资收入、工作时
间和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要显著优越于农民工群体。

表２：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相关特征差异对比分析
均值（标准差）

城市职工 农民工

均值比值
农民工／
城市职工

均值差异
城市职工／
农民工

均值差
Ｔ检验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综合得分 ４３．９７（２４．３３６） ３３．５６（２４．８９６） ０．７６３　 １０．４０７　 ８．７４５＊＊＊
职业多样性 ４．９４５（３．３８２） ３．８２０（３．２５７） ０．７７２　 １．１２７　 ６．８６９＊＊＊
单位多样性 ３．２２６（１．７６６） ２．４１３（１．７７７） ０．７４８　 ０．８１３　 ９．４３２＊＊＊
网络顶端 ５８．８８（１９．９１４） ４９．７２（２３．８４８） ０．８４４　 ９．１６１　 ９．１８４＊＊＊
网络平均资源含量 １４．９０（１１．７１８） １０．８６（１１．０５０） ０．７２９　 ４．０４３　 ７．１２７＊＊＊
与社会精英的纽带关系 １．３２９（１．０７１） ０．９８９（１．０７０） ０．７４４　 ０．３４０　 ６．８８１＊＊＊
领导层纽带关系 ０．３６０（０．４８０） ０．２４３（０．４２９） ０．６７４　 ０．１１７　 ５．０７４＊＊＊
经理层纽带关系 ０．４３９（０．４９６） ０．３１３（０．４６４） ０．７１４　 ０．１２６　 ５．２２８＊＊＊
知识层纽带关系 ０．５２１（０．５００） ０．３９０（０．４８８） ０．７４９　 ０．１３１　 ５．３７４＊＊＊
其他指标
月工资收入（元） ３　５１９（３　９３１） ２　８８５（２７０１） ０．８２０　 ６３３．９　 ３．４２２＊＊＊
小时工资收入（元） ２０．２６（２２．７０） １３．１６（１２．７０） ０．６５０　 ７．１０　 ６．７１０＊＊＊
每天工作小时数 ８．３２５（１．４５９） ８．６６８（１．６１５） １．０４２ －０．３５ －４．７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１３．５７（２．７６５） １０．７４（３．５９６） ０．７９１　 ２．８４　 １９．９２＊＊＊
年龄 ３８．１３（１０．４０） ３０．４８（８．７０５） ０．７９９　 ７．６５　 １５．３７＊＊＊
性别（参照：女性） ０．５３８（０．４９９） ０．５５０（０．４９８） 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５７７
工作地区（参照：内陆） ０．５０７（０．５００） ０．５４６（０．４９８） １．０７８ －０．０４ －１．５９９
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 ０．２０７（０．４０５） ０．０７１（０．２５６） ０．３３３　 ０．１４　 ７．１７５＊＊＊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一）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差异
表２上半部分的数据显示，无论是社会资本综合得分，还是社会资

本的单项得分，农民工都低于城市职工。Ｔ检验表明，这些差异统计显
著。因此，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处于全面劣势地位，假
设１得到验证。７

６．如果考虑到每周加班时间，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会更长。

７．即使我们建立一个包括众多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依然会非常明显。

具体的数据比较可以增加我们对上述结论的真实感。城市职工的
社会资本综合得分为４４，农民工是３４，绝对差异１０分。从相对量看，

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只有城市职工的四分之三。从单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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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农民工交往的职业类别平均为３．８个，城市职工为４．９个；在交往
的单位类别上，农民工有２．４个，城市职工有３．２个；农民工的网络平
均资源含量为１０．９，城市职工为１４．９；网络顶端的可达程度，农民工为

５０，城市职工为５９；农民工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比例
分别为２４％、３１％和３９％，城市职工分别为３６％、４４％和５２％，均高于
农民工。若将上述纽带关系视为同社会精英的链接的话，我们可以发
现，市民的核心网络中平均有１．３３个精英，而农民工只认识０．９９位精英。
我们进一步对各类职业内部的几个主要特征要素的户籍差异进行

比较（见表３）。在城市户籍人口中，管理人员的小时工资水平为３６．４５元，
体力工人为１１．０２元，前者是后者的３．３倍。而在农民工群体中，前者
为２７．３３，后者为８．３０，前者也是后者的３．３倍。以小时工资来衡量社
会分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居于上层地位，体力工人、服务人员
以及技术工人地位较低，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处于中间层。另一方
面，在不同的职业阶层中，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都要低于城市职工。户籍
差异最大的为商业服务阶层，农民工的工资约为城市职工的５７％，差
异最小的是个体工商户，比例为７９％。这初步表明，职业阶层的收入
分化和阶层内部依户籍的收入分化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城市职工和
农民工入职机会是不平等的，那么有必要将群体的职业分布纳入两个
群体的收入差异分析。
表３还显示，在不同职业类别中，劳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

本也存在显著差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最好的社会资本和
人力资本，而体力工人最为贫乏。在个体户阶层中，不同户籍人口的社
会资本存量不一致。农村户籍的个体户社会资本占有非常匮乏，而城
市户籍的则处于中等水平。从方差分析看，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在工资
收入、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二）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职业地位获得：社会资本的影响
下面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来估算农民工和城市职工进入不同职

业类型的概率值。选取的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性别、政
治面貌和工作区域等。结果表明，这些因素对两个群体职业获得都有
显著影响，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概率（见表４）。模
型计算结果除了可以预测概率外，也直接反映社会资本对职业地位获
得的影响，间接反映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作用力度，可用来检验假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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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不同职业中主要特征要素均值统计描述

职业类型
小时工资

城市职工 农民工

社会资本

城市职工 农民工

受教育年限

城市职工 农民工

管理人员 ３６．４５　 ２７．３３　 ５７．４８　 ５１．８７　 １４．７３　 １３．２７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０．８１　 ２３．３７　 ５２．３９　 ５３．６４　 １５．８７　 １４．０７
个体工商户 １８．７２　 １４．８５　 ４１．５７　 ２７．９４　 １１．８４　 ９．２６
办事人员 １８．２０　 １２．１２　 ４４．６６　 ３６．６３　 １４．２０　 １１．７０
商业服务人员 １７．８３　 １０．２６　 ４５．６１　 ３５．６２　 １４．０１　 １３．６１
技术工人 １３．４９　 ９．５０　 ３７．７６　 ３２．６３　 １２．９２　 １１．１８
体力工人 １１．０２　 ８．３０　 ３３．０７　 ２６．３８　 １１．７７　 ８．９７
方差分析（Ｆ值） １０２．２０＊＊＊ ２２．６３＊＊＊ ７３．４７＊＊＊ ９．８８＊＊＊ １７４．９０＊＊＊ ２０．５９＊＊＊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４：社会资本对进入不同职业类型的影响（多元逻辑回归模型）
农民工

系数 标准误

城市职工

系数 标准误

管理人员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专业技术人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个体工商户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办事人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商业服务人员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技术工人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注：１．参照组：体力工人；！ｐ＜０．１０，＊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２．本表只保留了社会资本的统计信息，感兴趣的读者
可向作者索取其他变量和模型整体等统计信息。

　　我们对表４的数据结果做三点说明。第一，所有的回归系数都是
正向的。这说明，无论城市职工还是农民工，社会资本是进入较高层次
职业的积极影响因素。第二，城市职工的回归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
这说明，社会资本对城市职工入职机会的积极影响是系统性的，没有特
例，影响强度依次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工商个体、办事人员、技术工
人、商服人员和体力工人；职业层次越高，社会资本的影响强度越大，也
即社会资本对于城市居民获得这些职业的机会越重要。第三，农民工
的回归系数有的统计显著，有的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农民工而言，社
会资本的影响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其特征是：与进入体力工人层相比，
进入管理层、专业技术层和商业服务层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统计显
著），进入工商业主层和技术工人层则不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统计不显著）。
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总体表明，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和城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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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地位获得。但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要弱于城市职工可知，
农民工试图通过社会资本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难度要大于城市职工。
因此，可认为社会资本的户籍差异和社会资本的职业地位获得效应共
同导致两组人在职业准入上面临了不同的门槛（见表５），农民工更难
进入优势职业类型间接导致了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假设３）。
上述模型除了可以观察社会资本对于城市职工和农民工的职业分

布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可以根据这些系数预测出两个群体
进入不同职业的工作机会差异。具体方法是，用城市职工的系数预测
农民工的职业分布概率（假定农民工具有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用农
民工的系数预测城市职工的职业分布概率（假定城市职工的社会资本
等同于农民工），然后与各自实际的概率分布进行对比。这是比较两个
群体的关键地方，如果没有群体差异，两个群体进入不同职业的实际概
率值和预测概率值则应该没有大的差异，也就是没有限制户籍的入职
门槛。但是数据结果显示的情况是相反的（见表５）。
表５显示，两个群体的职业进入概率有很大差异。如果按照城市职

工进入各类职业的标准，结合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他们从事管理工作的
预测概率为１４．９９％，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为１２．８０％，办事人员的为

２２．２０％，分别比实际值高４．１６％、６．１３％和１０．３２％。换句话说，如果
让农民工拥有城市职工的个人特质禀赋和社会资本，他们中更多的人就
将从事这些高收入的职业。反过来看，农民工的实际进入概率比预测概
率高的职业是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分别高
出预测值４．４１％、５．９３％、５．１５％和６．１４％，也就是说，如果让农民工拥
有城市职工的个人特征禀赋和社会资本，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不
再从事这些收入较低的职业。一增一减的态势将降低城市职工和农民
工的收入差距，也将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让城市职工
拥有与农民工一样的个人特征禀赋和社会资本水平，其增减态势将恰恰
相反。城市职工进入管理工作的预测值为４．６５％，专业技术工作的为２．９２％，
办事人员的为１８．５２％，分别比实际值低１１．５２％、１５．１３％和３．１２％；
可计算出，进入收入相对丰厚的管理和专业技术这两个岗位，城市职工
的预测值只有实际值的２９％和１６％。城市职工进入比预测概率值低
的职业则包括：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分别
比预测值低６．８９％、１０．６３％、４．２１％和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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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在不同职业类型中就职概率实际值、预测值及差异
农民工

实际值 预测值 差异

城市职工

实际值 预测值 差异

管理人员 １０．８３　 １４．９９ －４．１６　 １６．１７　 ４．６５　 １１．５２
技术人员 ６．６７　 １２．８０ －６．１３　 １８．０５　 ２．９２　 １５．１３
办事人员 １１．８８　 ２２．２０ －１０．３２　 ２１．６４　 １８．５２　 ３．１２
个体工商户 ２１．４６　 １７．０５　 ４．４１　 ６．７８　 １３．６７ －６．８９
商业服务人员 ２１．２５　 １６．３２　 ４．９３　 １０．９１　 ２１．５４ －１０．６３
技术工人 １０．００　 ４．８５　 ５．１５　 ９．８４　 １４．０５ －４．２１
体力工人 １７．９２　 １１．７８　 ６．１４　 １６．６０　 ２４．６５ －８．０５

　　数据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严重的限制户籍的入
职门槛。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由于户籍原因，农民工进入了一些有
别于城市职工的职业岗位，而其中多数为工资待遇较低的职业，比如商
业服务人员和体力工人。虽然有一定数量的人进入了个体工商户层这
个平均收入相对较好的职业，但由于需要自筹资金和抵御经营失败的
风险，也面临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三）社会资本对户籍收入差异的贡献
在传统的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本文增加了社会资本变量来解

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表６报告了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传统收入决
定方程、包含社会资本情况下的方程，以及加入职业类型变量后的方
程，共计６个模型。８

８．这里含社会资本的两个扩展模型是后文Ｂｒｏｗｎ分解展开的基础。Ｂｒｏｗｎ分解需要对各类
职业，分别按照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做回归。考虑到本研究设计包含七类职业，再区分两大组
别，则有１４个回归方程。如果再区分是否包含社会资本变量，模型将增加到２８个。因而，不
再具体报告。

结果显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职工，社会资本对工资收入水平
都有显著的解释力。在农民工组中，传统回归模型解释了总体变异的

２１．１％，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解释度上升到３０．６％。在城市职工组
中，解释度也从３１．８％上升到３５．８％。两组拟合优度分别上升了

４５％和１３％。从贝叶斯信息准则看，ＢＩＣ值的下降也表明，两组模型
拟合效果从传统模型到社会资本模型有显著改善。这再次证明了社会
资本对于收入决定的重大影响力。在扩展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
控制职业类型变量，并有两点发现。第一，模型整体解释力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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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工资收入决定方程及含社会资本的扩展模型
农民工

基准模型 ＋社会资本 ＋职业类型
城市职工

基准模型 ＋社会资本 ＋职业类型
年龄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８＊＊＊

区域（参照：内陆） ０．３８２＊＊＊ ０．３８２＊＊＊ ０．３５８＊＊＊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７＊＊＊ ０．３８９＊＊＊

性别（参照：女性） ０．２２４＊＊＊ ０．１９９＊＊ ０．１６７＊＊ ０．２３１＊＊＊ ０．２０３＊＊＊ ０．１７７＊＊＊

政治面貌（参照：非党员）－０．０３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社会资本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职业类型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０　 １．２８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４　 １．１０６＊＊＊

样本量 ４８２　 ４８２　 ４８２　 ３２９４　 ３２９４　 ３２９４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 ０．２１１　 ０．３０６　 ０．３６６　 ０．３１８　 ０．３５８　 ０．４２０
ＢＩＣ（嵌套模型统计检验值）１０５２．３　 ９９６．０　 ９７４．８　 ６８５４．４　 ６６６３．３　 ６３４０．２

　　注：！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这表明不同职业类型与收入差异存在高度相关，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
户籍收入差距的研究范畴。第二，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降低，但依然保
持在０．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社会资本既可以通过影响职业地
位获得间接影响收入水平，也可以在相同职业中直接影响收入水平。
虽然前文的工资收入决定模型和地位获得模型表明社会资本会直

接或间接左右收入水平，也表明了其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我们并
不清楚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也无法同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因此，
我们需要将上述各模型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带入Ｂｒｏｗｎ分解公式中来
量化社会资本对户籍工资差距的直接效果（职业内）和间接效果（职业
间）（见表７）。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总工资收入（取对数后）差距为

０．３９８，其中，职业内部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分别为０．２５８和０．１４０，占
总差异的６４．８％和３５．２％。可见，在当前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中，
职业阶层内部的户籍收入差距要大于职业间的差距，但职业间的不平
等同样不容忽视。
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距中（见表８），可以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等禀赋差异解释的为０．１５７，占职业内部总差距的６０．８５％，占总差距
的３９．５１％。剩余的０．１０１是不可解释部分，一般认为是不合理部分。
其来源有两个方面：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禀赋对两群体的收入回报
率差异造成（体现为回归系数的差异）和其他歧视性因素造成（体现为
截距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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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户籍工资差异的Ｂｒｏｗｎ分解结果
收入（对数） 百分比

总差异 ０．３９８　 １００．００
职业内差异 ０．２５８　 ６４．８２

　可解释部分 ０．１５７　 ３９．５１

　不可解释部分 ０．１０１　 ２５．２８
职业间差异 ０．１４０　 ３５．１８

　可解释部分 ０．２２９　 ５７．５３

　不可解释部分 －０．０８９ －２２．２２
个体特征可解释的差异 ０．３８６　 ９６．９８
个体特征不可解释的差异 ０．０１２　 ３．０２

表８：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异的Ｂｒｏｗｎ分解结果
解释变量 收入（对数） 百分比

人力资本 ０．１４５　 ３６．５２
社会资本 ０．０４５　 １１．３５
区域 －０．０２６ －６．５８
性别 －０．００４ －１．１０
政治面貌 －０．００３ －０．６９
合计 ０．１５７　 ３９．５１

　　Ｂｒｏｗｎ分解可以计算出各影响因素对职业阶层内收入差异的贡
献。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下，社会资本能够解释０．０４５的收入差
距，占总户籍工资收入差异的１１．３５％，占可解释部分的２８．７％，影响
仅次于人力资本。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导致城市职工和农民工
职业内部工资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假设２得到强有力证明。另外，受
教育年限对职业阶层内部收入差异解释力最强，可解释户籍总差异的

３６．５２％。这表明，在户籍收入差异，尤其是职业内部差异中，人力资本
储备的户籍差异居于首要地位。区域、性别和政治面貌对职业阶层内
部收入差异有负向影响，我们所看到的０．３９８的户籍收入差异受结构
性因素的干扰而被稍稍低估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年
龄整体偏小，更加年富力强；他们中的男性比重更高，而男性平均收入
高于女性，这就拉高了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收入；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如
此，因为农民工在沿海地区的比重要高于内陆，而沿海平均工资也会高
于内陆。

职业阶层间的收入差异同样被分解为合理与不合理两部分。这里
有个特别现象值得关注，这部分收入差异中，可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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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为０．２２９，占总差异的５７．５％；不可解释部分为－０．０８９，占总差
异的－２２．２％。负值表明，就职业地位获得来说，农民工不仅没有遭遇
雇主与其他制度性歧视，反而存在一定的反向歧视，使农民工进入一些
高收益的职业及行业，因而导致可解释部分比重较大。但必须指出，这
个结论需要慎重。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城
市职工，农民工进入自雇行业的更多。但这类职业在高收益的同时却
也面临着高风险，调查数据排斥了那些经营失败的案例。

９．我们在另一个研究议题中，针对相同的调查数据，运用改进后的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模型，
在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现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的户籍差异，总体可以解释城市职工与农
民工收入差距的２５％以上。如果从９０％的置信区间来看，为２０％到３１％之间。详细情况可
参见：程诚、张顺（２０１３）。

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职业地位获得。前文的分析已指出，
农民工社会资本欠缺，对他们职业获得的影响没有那么明显（与城市职
工相比）。这些方面一起导致职业间可被解释的部分占到总差异的一
半以上。Ｂｒｏｗｎ分解虽无法计算出社会资本对职业间收入差异的具
体贡献，但已有经验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最大的功效在于职业地位获
得。因此，我们认为其影响不低于职业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９因此，
可认为假设３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例，本文提出了组间收入不
平等的社会资本模型。对户籍收入差距的微观机制研究无外乎人力资
本和身份歧视的解释，但从未将社会资本这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纳入分
析框架。在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中，大量文献论述社会资本对城市职
工或农民工职业获得和收入增长的影响，但尚未考察社会资本对户籍
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对接，既为传统的收入
差异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把社会资本研究向社会不平等这一
重要领域推进了一步。文章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两个条
件，即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和社会资本存量或回报率的组群差异化，并
加以实证研究支持。我们的研究结论有别于其他研究成果，比如，有研
究注意到，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Ｇｒｏｏｔａｅｒｔ，１９９９），弱势群体对其
更加依赖，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可能更加重要。但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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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先天不足、后天投
资乏力和投资动机欠缺等客观情况，这就导致农民工群体存在社会资
本欠缺之问题，使他们摆脱结构限制的能力更加有限。实证结果也表
明，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贫乏的现象确实影响了户籍工资收入不平等，
且独立于人力资本的影响。由于社会资本欠缺，导致农民工求职信息
和职业专有性知识不足，进而在职业选择与部门选择时缺乏“讨价还
价”的机会，使他们更多地进入低收入的工种。即使工种相同，也会处
于工资较低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中。因此，社会资本欠缺不仅导致了
“同工不同酬”，还导致在职业选择时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资本影响收
入水平的这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户籍收入不平等的２０％以上，在所有
影响要素中处于次重要地位。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看待不平等能够给予我们哪些新的认识？概括

而言，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不平等的重要微观机制。众所周知，制度
结构将社会成员区隔在不同场域中，进而限制了社会行动者的交往范
围和对象。“人以群分”的交往习惯使优势阶层拥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和
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本，而社会底层占用较少、较劣的社会资本，难以穿
透社会层级。既有的阶层不平等经由这种差异化社会交往所形成的社
会资本占有不平等而被再生产，甚至扩大化。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不
同户籍群体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社会资本视角恰恰提供了解释户籍
制度这一宏观制度设置如何作用于不同户籍群体收入差距这一社会事

实的微观逻辑链条，即户籍制度塑造了区隔化的城乡居民交往模式，这
种不平等的社会交往带来城乡居民社会资本的差异，并通过社会资本
的差异而引发户籍收入的不平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城
市人口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农村居民则处于弱势地位。人为设定
的户籍制度割裂了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交往空间，这意味着农村居
民在积累社会资本的起点上就处于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位置，并随时间
推移而扩大，导致农村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难以享有网络外部性
收益和社会支持（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ａｎｄ　Ｇａｒｉｐ，２０１１）。比如，农民工关系网络
中的城市职工较少，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机会也就更少，获得社会支
持的可能性也更小，大多数农民工只能维持在城市社会的底层。相反，
城市居民通过社会资本积累自身优势的概率会更高。因此，社会资本
的不平等进一步固化了户籍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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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化和再生产不平等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有别于人力资
本。以本文关注的户籍制度差异为例，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人力资本
差异源于教育资源的城乡分配差异，是国家规制的结果，但户籍制度所
形塑的社会资本差异却是一项自发的结果。或者说，户籍制度导致农
民和城市居民自发地形成了各自的社交网络。结合人力资本与社会资
本视角来看，户籍结构制造的不平等既是国家干预的结果，也会通过扭
曲社会成员的交往而自发再生产不平等。
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户籍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不可解释部分比

重较低。这个发现与最新的一些研究比较相似（郭菲、张展新，２０１２；
严善平，２０１１），但这并不能否定户籍歧视的存在。原因有二：第一，在
职业内部确实存在２５％左右的不合理部分，这是各种资源禀赋对农民
工和城市职工的差异化回报率造成的；第二，本研究仅仅关注了收入不
平等中的户籍歧视比重，这并不能保证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
劳动保障、公共参与、人际交往和教育机会获得等方面，可能存在的歧
视。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本文仅说明了和收入相关的、来自雇主的
歧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收入差异更多来源于农民工群体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欠缺，以及劳动力市场歧视。对这两类资本的改善
更加有利于缩小户籍带来的收入差距。从政策角度看，缩小户籍因素
带来的收入差距，除了要加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外，如何缓解农民工
“社会资本欠缺”也是有益的尝试。最可行的方案在于，促进农民工由
先赋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向异质性和本地性社会资本的转换，加
强农民工城市关系网络的建构。如前文分析指出，高流动性是导致社
会资本投资不足和容易丧失的原因，而当下的“短工化”趋势表明农民
工在工作岗位上“干不长、频跳槽”，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将导致农民工本
地性社会资本的易流失和难培育，进而导致关系网络传递技能知识的
途径更加闭塞，户籍收入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的阻力增强。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农民工的工作稳定下来，使
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能够嵌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展望包括以下三点。从研究重心看，本文将全

部精力用于考察社会资本存量欠缺导致的组间（户籍）收入不平等，尚
未考察社会资本回报率也可能存在组间差异，也没有考虑在不同收入
条件分布上组间收入不平等的差异。从数据代表性看，该调查采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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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法抽样方式从社区中抽取家庭，虽然这种方式确保了一定数量的流
动人口随机入样，但仍然有偏。我们所捕获的多为经济地位较好和半
融入城市社区的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资本状况也相对较好。从社会资
本的测量看，用“春节拜年网”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必然包含了他们
回老家过年时在家乡当地的很多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其工作地所
发挥的能量可能非常有限，从而使我们高估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含量，
低估了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进而低估了社会资
本对户籍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以上三点虽未对本文核心假设造成重要
影响，但却是后续研究需要加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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